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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文物中的文学研究会
——从“文学研究会成立会摄影”说起 □许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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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前，当文学研究会呱呱落地时，曾经摄
影一帧留念。由其原版洗印出的照片，现有一张
珍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它原属郑振铎所有，郑
亲手为它命名并题签：“文学研究会成立会摄影
一九二一、一、四、于：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

***（此处为一孔洞，字与纸一同被挖去——笔者
注）惠存 弟郑振铎赠”，并在照片的上、下空白
处对应着照片中人的位置写下了他们的姓名，自
左至右依次是：（前排）郭梦良、杨伟业、黄英、王
统照、瞿世英、易家锥、（中排）江小鹅、白墉、许光
迪、范用余、朱希祖、蒋百里、（后排）王星汉、郑振
铎、宋介、许地山、李晋、苏宗武、耿济之、孙伏
园。一群志存高远的青年人，为了一个共同的文
学之梦济济一堂，共同筹划着意在旋转文坛乾坤
的宏图伟业。一张照片，留住了一场风云际会。

然而照片摄入的并非文学研究会之初的全
班人马，最起码缺少了瞿秋白、周作人、沈雁冰、
叶圣陶等四员“大将”。但即便如此，所摄也已经
是“诸‘家’荟萃”：朱希祖——史学家，蒋百
里——军事家，孙伏园——编辑家，耿济之——
翻译家，瞿世英——教育家，黄英（庐隐）——作
家，许地山——杂家（他不仅写小说写散文，还研
究宗教史，关注印度哲学、人类学、民俗学，掌握
梵文、希腊文和中国古代的金文、甲骨文等等。
他编的梵文辞典虽因各种不可抗力而夭折，但他
为此制作的一大摞梵文词条卡片已于1990年代
后期成为文学馆的永久收藏），此外还有最重要
的一位——集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文学史家、
艺术史家、收藏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郑振
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正是他精心运筹多方
活动的结果。

郑振铎（1898-1958），浙江温州人。1919 年
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正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
书，遂以学生代表身份投身革命洪流。待运动落
潮，又回到学校。依旧是学生，依旧高高瘦瘦的，
依旧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形容依旧，思想却无
法“依旧”了。他在憧憬，在探寻，在思考着怎样
把新文学家们组织起来共谋发展。这是一项事
业，一个人是干不成的。郑振铎深明此理，所以
谋求同道成为他千里之行的第一步。1920年中
的多少个傍晚，他都是约了同样不喜欢在斗室中
闷坐的朋友共同度过。他们边走边谈，徘徊于北
京沙滩一带。“一谈就扯得很远，言必称希腊的时
候比较多，言必称三代的毛病，在当时似乎要犯
得少一些。有时又拉得太近，尤其在一俯一仰，
月光如水，人影在地，当前景色成为谈话资料的
时候，有时恬适，有时感慨，甚至有时也吐些狂
言……当然，所谈的，也有一部分计划怎样组织
文学研究会的事。”（见郭绍虞《“文学研究会”成
立时的点滴回忆》）参加交谈的，不外瞿秋白、耿
济之、瞿菊农、王统照、许地山等，后来又加入了
郭绍虞。交流对撞出了火花，见解达成了共识：
创办一份文学杂志，以“灌输文学常识、介绍世界
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引自

《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
当此之时，白话文已经基本取代了文言文而

渐成风习，出版界大佬商务印书馆所出书籍却仍
以文言为多，终于导致销路日穷效益疲软。特别
是其麾下的《小说月报》，自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五
日（1910年8月29日）创刊后即风靡上海滩，不想
却也为语言的老化而致使订户遽减。凡此种种，
让“老总”张元济认识到文字改革势在必行迫在
眉睫，随即携其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专程由沪至
京，登门拜望胡适以寻求扶危良策。胡适肯定了
他们的改革动议，并支持这改革从《小说月报》开
始，具体措施是主编换人，用提倡白话文的学者
名流为《小说月报》主政。

商务印书馆掌门人抵京求援的消息，有朋友
告知了郑振铎；郑振铎随即通过军界朋友蒋百里
的关系，得以偕耿济之一起拜访了张元济和高梦
旦，当面向他们毛遂自荐，表达了想投在商务印
书馆门下，主持编辑一份新文学杂志的愿望。商
务的两位决策人态度很审慎，“以文学杂志与《小
说月报》性质有些相似”为理由拒绝了他们，“只
答应可以把《小说月报》改组”（见《文学研究会会
务报告（第一次）》）。

遭遇拒绝，郑振铎反而情绪高涨，因为张元
济要改组《小说月报》的打算，让他感到自己久蓄
于心的想法，正在因此而变茫远为切近，变朦胧
为真实：“先办一个文学会，由这个会出版这个杂
志”。这是一个新的构想，新的构想又驱动了新
一轮的奔波。所幸张元济更是一个言必信行必
果说了就干的人，他回沪不久，王统照即接到沈
雁冰的信函，说商务印书馆已着手实施改革方
案，《小说月报》指定由他接编，“只是内容虽可彻
底的改革，名称却不能改为‘文学杂志’”（见茅盾

《我走过的道路》）。但这已经足够了。对于郑振
铎来说，沈雁冰的来信恰似化雨之东风，使他心
中的蓝图就要变成现实，一个新文学组织即将应
运而生。接下来的工作，立刻紧锣密鼓了：

1920年 11月 29日，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
大钊的办公室里，郑振铎召集朋友们开会，“议决
积极的筹备文学会的发起，并推郑振铎君起草会
章。至于《小说月报》，则以个人名义，答应为他
们任撰著之事，并以他（它）为文学杂志的代用
者，暂时不再出版文学杂志”（《文学研究会会务
报告（第一次）》）。会后，郑振铎立刻致函沈雁
冰，报告了会议决议，并邀请沈雁冰参加即将成
立的文学研究会。

1921年 1月 4日，文学研究会成立会议在北
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会议通过了会章，选
举了职员，宣告以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郑振
铎、耿济之、瞿世英、郭绍虞、孙伏园、沈雁冰、叶
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
12人中除许地山与王统照一为台湾省一为山东

省人外，余者的籍贯不是浙江就是江苏。其他姑
且不谈，只就此事而论，江浙的一代“才子”们对
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之大，也可谓首屈一指了。
遗憾的是最早参与文学研究会“蓝图”设计的瞿
秋白，此时因远赴“饿乡”而与“发起人”失之交
臂。为弥补这无可弥补的损失，郑振铎亲手将

“瞿秋白”三个字写进了正式会员名单，并按登记
顺序排号列为第“40”。瞿秋白归国后完成的《饿
乡纪程》和《赤都心史》，郑振铎也为之收入“文学
研究会丛书”予以出版——此是后话。

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
出版。期号虽仍旧序，主将却已换人——沈雁冰
正式履职主编，亲手作《〈小说月报〉改革宣言》公
告未来：“小说月报行世已来，已十一年矣，今当
第十二年之始，谋更新而扩充之，将于译述西洋
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
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旧有门类，略有改
变……”

这是一本大的文学刊物与一个大的文学人
组织联袂登台的开始。《文学研究会宣言》，就刊
发在这一期《小说月报》上。《宣言》申明研究会成
立是缘于“三种意思”：一是联络感情。二是增进
知识。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宣言》坦然宣
告：“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遗
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在沈雁冰看来，《宣
言》中只有这“宣告”“略略表明了文学研究会对
于文学的态度”，虽然“这态度在今日看来，自然
觉得平淡了，但在那时候这正是新文学运动的纲
要之一，并且和那时候一般的文化批判的态度相
应和”，所以它“是文学研究会所以能成立的主要
原因，并且也是成立以后就‘锋芒毕露’地成立了
几个地方分会而地方分会又出版定期期刊的主
要原因”（见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
导言》）。

此后，《小说月报》俨然成为“文学研究会”的
“机关刊”，其主要撰稿人多为文学研究会会员。
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及戏剧、儿童文学、
译丛、创作批评、文学家研究、现代文坛杂话、读
书杂记、随笔等栏目下，刊发了冰心的《超人》，许
地山的《缀网劳蛛》，卢隐的《海滨故人》，王统照
的《沉船》，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丁玲的《梦
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施蛰存的《绢子》《将军的
头》，穆时英的《南北极》，茅盾的《幻灭》《动摇》

《追求》《虹》，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
马》，巴金的《灭亡》等小说以及朱自清、闻一多、
王统照、梁宗岱、徐雉、朱湘、汪静之、徐志摩、李
金发等人的新诗创作。鲁迅时任北洋政府教育
部佥事，北洋政府“文官法”禁止各部官员参加社
会团体，据说这是他没有加入文学研究会的原

因，却并不妨碍他的《端午节》《社戏》《在酒楼上》
等作品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总之，由沈雁冰主
政的《小说月报》犹如一方阵地，文学研究会借此
集合起一支年轻健壮的文学新人队伍；《小说月
报》为文学研究会提供驰骋空间，文学研究会为

《小说月报》注入新的生命。二者相依相携，共同
为创造新文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小说月报》 毕竟不是“文学研究
会”的“机关刊”，对于文学研究会这个松散的
学术团体来说，拥有一块能够理直气壮地树起
自身旗帜的地盘，实在大有必要。于是又经郑
振铎的一番奔波之后，真正的文学研究会机关
刊 《文学旬刊》 在上海诞生。该刊设论文、创
作、译丛、传记、文学界消息、文艺丛谭等栏
目，发表的作品主要有：茅盾的重要论文 《论
无产阶级艺术》，徐玉诺、汪静之、焦菊隐、黄
远初、徐雉、李金发、刘延陵、倪贻德等人的
新诗，王统照、庐隐、叶圣陶、严敦易、彭家
煌等人的小说，朱自清、瞿秋白、王以仁等人
的散文小品，熊佛西、顾德隆等人的剧本，歌
德、海涅、王尔德、左拉、莫泊桑、普希金、
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安徒生、泰戈尔等外国
作家的作品译文，等等。

《文学旬刊》初创于 1921 年 5 月 10 日，终结
于 1929 年 12 月 22 日，共出 380 期，历时 8 年又 7
个月。其间几次更名兼“易主”，具体情况是：问
世时以文艺副刊形式附于上海《时事新报》印行，
出满 80 期后，从第 81 期起更名《文学》，改为周
刊；第172期起又更名为《文学周报》，脱离《时事
新报》，由文学周报社独立发行，第251期起改由
开明书店发行，第351期起又改由远东图书公司
印行。主编名义上由郑振铎、沈雁冰、谢六逸、叶
圣陶、赵景深等相继出任，而真正“始终负责者为
徐调孚”（茅盾语）。但不论由谁主编，也不论由
谁发行，该刊始终不改其志，坚持以丰厚的编辑
刊发成果践行它初创时的《宣言》：“在此寂寞的
文学墟坟中，我们愿意加入当代作者译者之林，
为中国文学的再生而奋斗，一面努力介绍世界文
学到中国，一面努力创造中国的文学，以贡献于
世界的文学界中。”

像任何改革都不会风平浪静一样，《小说月
报》的改革理所当然也遭遇到抵抗与攻击。沈雁
冰因为首当其冲受敌，不得不于主政两年后卸去
主编职务。所幸接其任者是郑振铎——《小说月
报》仍然掌握在文学研究会手中。从1923年1月
第 14 卷第 1 期始，至 1931 年向商务印书馆辞职
止，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将近8年（1927年5月
至 1928 年 10 月他曾远走欧洲避难，期间主编工
作由叶圣陶、徐调孚二人代理，但主编名义仍属
他所有），付出与贡献该是非同一般。其中与文
学研究会的发展壮大有直接、重大关系者，当是
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辑、出版“文学研究会丛
书”一事。

中国现代文学馆 2000 年以前入藏的图书
中，“文学研究会丛书”初版本只有40余种，不到
丛书出版总数的三分之一，但已包括小说、诗歌、

戏剧、散文、传记、文艺理论、作家研究、寓言与童
话等多种类别。编辑者的大视野、大胸襟、大目
标、大追求由此可见一斑。该丛书以1922年5月
至 1929年 4月为出版繁荣期，起迄时间与《文学
旬刊》之始终略有先后。入选作家作品既有“五
四”文学革命初期的沙场老将刘大白及其诗集

《旧梦》，也有被“五四”惊雷震上文坛的后起之秀
冰心及其《繁星》《春水》，有徐玉诺的《将来的花
园》，有李金发的《为幸福而歌》，有王统照的《春
雨之夜》，有顾一樵的《芝兰与茉莉》，还有梁宗岱
的诗集《晚祷》、张闻天的长篇小说《旅途》、罗黑
芷的《醉里》、叶绍钧的《火灾》、耿济之译莫泊桑

《遗产》，侯曜著《复活的玫瑰》《二马》《赵子曰》
《老张的哲学》属老舍所有，《追求》《动摇》《幻灭》
是茅盾的“三部曲”，鲁迅贡献的是译著《工人绥
惠略夫》与《一个青年的梦》，郑振铎翻译了《希腊
罗马的神话与传说》……

其中要特别一提的是庞祖龙的《寒星集》，一
册小说、诗歌、散文的合订本，1934 年 3 月出版，
印1000册，是“江南文学研究会发行”而非“上海
商务印书馆发行”。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因
为稀罕而弥足珍贵。“文学研究会地方分会”存在
着并且有活动——它似乎在述说着这样一个事
实，同时也证明着“文学研究会丛书”的影响之深
之广之被接受被喜爱，否则就没有仿效的必要
了。更有意思的是，该书封面上还有两行充满敬
意的钢笔字：“先进作家谢婉莹先生指正 请赐
批评并予介绍 庞祖龙敬赠”。按说它应该经由
冰心之手捐赠文学馆，却不知为何竟跑进了“唐
弢文库”中。

综上所述，关于文学研究会诸事，茅盾、叶圣
陶两位“老会员”致友人函中的述说具有结论性
价值。叶老说：“文学研究会之中心实为郑先
生。当时邀集发起人，在北京成立，皆郑先生主
之。”“可能除北京成立会之外，未复举行其他会
议。若是，则此会之组织松散，可以想见。其所
以表见有此会者，惟在出一套丛书，以及编辑《文
学旬刊》（后改为《文报（学）周报》）而已。”茅公则
说：“文学研究会自成立之后，实际并无组织活
动，不记得曾开过会员大会之类的东西。先是

《小说月报》为代用机关刊物，后来在沪会员自费
出版《文学旬刊》，最后连《文学旬刊》也交给开明
书店出版，在沪会员止（只）负编辑之责。此外，
则有丛书，由商务出版。这些事，都是郑振铎负
责，我不过略为赞助而已。”

茅、叶两位先贤几十年如一日谦虛谨慎功
高不居，其大师风范让后人高山仰止。两人所
言相互补充支持，合力证明了郑振铎实为文学
研究会中的最核心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此公历
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务，1955年又当
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
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飞机失事遇难殉
职。虽说离世过早易与后人相隔膜，但一个真
正有功于祖国有功于民族的人，是永远不会被
忘却的。

1972 年 10 月，杨冠珊致信叶
圣陶，询问文学研究会诸事。叶
老以 78 岁高龄，用毛笔正楷写了
5页长函回复，对所询问题一一作
答。
冠珊先生惠鉴：

承赐长函，于昨日转到，读罢
甚感。今提笔奉复，须先致歉，缘
将使足下失望故。

我年七十八，记忆力早衰退，
近年尤甚。来示谓我于《文学评
论》《文学知识》皆曾撰文叙文学
研究会之事。此已全不记忆。今
读尊书，乃仿佛忆之，然所叙者为
何，莫从追想其分毫。惟有一事
则记之极真：《文学旬刊》系附刊
于《时事新报》，非《民国日报》之
副刊也。

文学研究会之中心实为郑先
生。当时邀集发起人，在北京成
立，皆郑先生主之。曾有宣言一
篇，记是周作人所撰，刊于《小说
月报》，今无从觅五十余年前之旧
杂志矣。

我虽为此会之发起人，未尝
参加其会议。可能除北京成立会
之外，未复举行其他会议。若是，
则此会之组织松散，可以想见。
其所以表见有此会者，惟在出一
套丛书，以及编辑《文学旬刊》（后
改为《文报（学）周报》）而已。至
于《小说月报》，则为商务印书馆

所出，编者先为沈先生，后为郑先生，而并非文学
研究会之专属刊物也。

承提起《倪焕之》，良为惭愧。如此幼稚浅薄
之作，何足挂齿。手头乃无此作之自存本，请言
其所以。抗战期间，我迁川八年，曾于乐山遭日
寇轰炸，所携全部烧毁，其中有开明版之《倪焕
之》。解放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曾重印此书，初
以为取致甚便，未尝留存数册。乃文化大革命起
来之后，此类书即绝迹，无从求索矣。深负足下
之殷望，惶恐惶恐。

今就来示所问诸点奉答于下：
一、成立于北京，其时为一九二一年初。沈

先生时在上海，我时在苏州，皆未参加成立会。
二、记得《文学旬刊》曾标明文学研究会编。后改

《文学周报》，由开明书店印行。至于起迄时日及
出版期数，皆未能作答。三、前已奉告确有一篇
宣言。内容如何，全已遗忘。四、诸人或为原来
相识之朋友，或为投稿者，因投稿而相识。孰为
会员，孰非会员，我不能指称。缘当时并无入会
登记表，亦无会员录也。五、本系极为松散之会，
似无所谓分化。各走各的路，自会之成立以至后
来，固常然也。

不能厌足下之望，于此再致深歉。即请大
安！

叶圣陶
十月廿一日上午

信文明白如话，任何解释都似多余；只有一
点，却有非补充说明之必要：改革后的《小说月
报》，编者“先为沈先生”，“后为郑先生”，而“先”

“后”之间，还有一个“叶先生”在，只是名义上主

编仍是郑振铎。这是事实，无法忽略。叶老自己
“遗忘”了，历史却永远铭记：1927 年 5 月，时任
《小说月报》主编的郑振铎为防政治迫害出境避
难，逗留欧洲岁余。这段时间里，叶圣陶代理其
主编之职，先后在《小说月报》上刊发了胡也频、
沈从文、戴望舒、施蜇存等人的作品，把一批文学
新秀推上了文坛。1928 年 10 月，郑振铎回到上
海复任。由于两位“主编”的工作交接之确切时
间与具体过程不甚了了，致使谁是1929年1月至
4月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灭亡》之“伯乐”目前
尚无定论，但《沙菲女士的日记》能于1928年2月

“闪亮登场”，则毫无疑问全赖叶圣陶慧眼识珠。
叶、丁友谊由此而来，终生不渝。1979年春天丁
玲结束被放逐生活回到北京登门拜望，叶圣陶激
动之余挥毫写下《六幺令》一首：“启关狂喜，难记
何年别。相看旧时容态，执手无言说……回思时
越半纪，一语弥深切：那日文字因缘，注定今生
辙……”

还有一点也须提及：信中谈到文学研究会的
“组织松散”，言“其所以表见有此会者，惟在出一
套丛书，以及编辑《文学旬刊》而已”。叶老此言，
得到了茅盾的认同——在同样是致杨冠珊的信
中，茅公写道：“文学研究会自成立之后，实际并
无组织活动，不记得曾开过会员大会之类的东
西。先是《小说月报》为代用机关刊物，后来在沪
会员自费出版《文学旬刊》，最后连《文学旬刊》也
交给开明书店出版，在沪会员止（只）负编辑之
责。此外，则有丛书，由商务出版。这些事，都是
郑振铎负责，我不过略为赞助而已。《文学旬刊》
始终负责者为徐调孚。”

文学研究会既因出版物之存活而存活，那
就还有一份同样注明为其所编刊物不可“遗
忘”：《诗》 ——我国新文坛上第一个诗歌园
地，《百年中文文学期刊图典》 中这样介绍它：

“诗，月刊。民国十一 （1922） 年一月十五日创
刊。刘延陵、叶绍钧主编。中国新诗社、文学
研 究 会 编 辑 发 行 。 出 版 地 上 海 。 民 国 十 二

（1923） 年五月十五日终刊，共出 7 期。”该刊
“以发表新诗创作为主，兼及译诗和诗论。撰稿
人除编者外有朱自清、俞平伯、王统照、郑振
铎、徐玉诺、刘梦苇、汪静之、潘训、冯雪
峰、冯文炳等”。

再看叶老此信，语言典雅，叙事简洁，态
度真挚而诚恳，体现着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谦虚
谨慎淳厚质朴。他参与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
由此一路走来，始终坚守着以文学而为人生为
社会的一份追求，兢兢业业地恪尽个人的一份
职守。在 《诗》 之后，他又参与编辑和主持编
辑了 《中学生》《新少年》 等刊物，为青少年

“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
问”。新中国成立后更以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
育出版社社长之尊，关注着“祖国花朵”民族
未来的健康成长，“十七年”中所有统编教材可
以说都倾注着他的汗水与心血。但他从不居功
不自傲，他的目光永远是那样恬静那样慈祥。
短短一封信，传递的是知识是教养是大师风
范，读之仿佛又听见他在说：新少年好像树枝
上的嫩芽儿，新少年又好像一条活活的小溪流。
嫩芽儿最怕的是生机不畅适，小溪流最怕的是流
动不通顺。“现在，春天来了，新少年应该合起来
唱：我们要畅适地发展，把捉住光荣的将来！我们
要通顺地前进，归到那汪洋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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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的新文化传播阵营中，活跃
着一支异军突起的队伍——报纸副刊。其
领军人物，就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
之一、史称“副刊大王”的孙伏园。

孙伏园（1894-1966），原名福源，字养
泉，笔名福庐、柏生、桐柏、松年等。浙江绍
兴人。1910年代初期在家乡“山会初级师范
学堂”读书时，幸遇鲁迅出任学校监督（校
长）；1920年代初期进北京大学深造，又恰
逢鲁迅在北大兼职。一生两次受教于鲁迅，
虽时间短暂，却获益终生。他的副刊编辑生
涯，是从北京《晨报》开始的。

《晨报》是《晨钟报》之嗣，创始人李大
钊。原来的第七版是一个专门刊载文艺作
品的版面。孙伏园受邀为该版主编后，拟将
该版扩一为四并且单独发行，名称定为“晨
报附镌”。得到主政者批准后，即请书法家
用隶书体题签报头。书法家说隶书字中没
有“附”字，要写就得以“副”易“附”。于是

“晨报‘附’镌”变成了“晨报‘副’镌”，豁然
出现在1921年10月5日的报头位置上。

“副”者，“附”也。溯其渊源，近可追至
《字林沪报》的“附张”，远者则是《申江新
报》的“报屁股”。顾名思义，“附张”只有依
附“正张”才能存在；“报屁股”更是位卑言
轻，只能在报纸的边边角角里讨生活。总之
它们原本都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只有到
了孙伏园手中，才具有了独立的品格与能
力，才能挺胸昂首跻身于报纸之林。做“附
张”时只能吸纳些文人雅士们的无病呻吟，
字里行间浸透着粉香与铜臭；独立后则高
高扬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以介绍新思想、
新知识、新文艺、新作品为其宗旨。《晨报副
镌》这种从内到外彻头彻尾的焕然一新，使
它的出现在报纸副刊史上具有了“里程碑”
意义。

其实，在《晨报副镌》之前，已经有两块
虽无副刊之名而行副刊之实的报纸版面办
得卓有成就。它们一是附于《时事新报》的

《学灯》，一是附于《民国日报》的《觉悟》。
《学灯》最早的得意之作是发现了天才诗人
郭沫若，继之又刊发了郁达夫的第一篇小
说《银灰色的死》。在宗白华主编时期，《学
灯》以关注新诗驰名，多次以专辑组织新诗
理论研讨，曾一度拥有“左右学术界的势
力”。《觉悟》由邵力子主编，陈望道助理。
1920年扩展篇幅后，辟出“评论”、“讲演”、

“译述”、“诗”、“小说”、“剧本”、“通信”、“随
感录”等多种栏目，内容丰富多彩兼容并
包，撰稿人多为当时名流俊彦如蔡元培、胡
适、章太炎、李大钊、叶楚伧等。该刊着力于
文艺译著、文学思潮与文艺理论的介绍，因
大量发表相关内容的重量级文章而形成了
自己的特色。由于对新文学贡献巨大，《学
灯》与《觉悟》虽未“独立”也未以“副刊”名

之，却与《晨报副镌》和《京报副刊》一起，荣
获“民国四大副刊”之誉——这是后话。

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第一份“名正言顺”
的报纸副刊，《晨报副镌》为我国现代文学
立下的第一奇功，是催生了千古名作《阿Ｑ
正传》。在鲁迅心中，阿Ｑ早已存活数年，却

“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是孙伏园锲
而不舍地约稿，让他“忽然想起来了，晚上
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第一章登
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便须做一
篇。”因为孙伏园的登门催稿，是雷打不动
的每周一次：“先生，《阿Ｑ正传》……明天
要付排了。”笑嘻嘻的面容，真诚而热切的
语 气 ，拒 绝 是 不 大 可 能 的 ，“ 于 是 只 得
做……终于又一章”。鲁迅回忆说，“《阿Ｑ
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
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
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
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Ｑ却已经
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
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Ｑ多活几星期
的罢，但是‘会逢其适’，他回去了，代疱的
是何作霖君，于阿Ｑ素无爱憎，我便将‘大
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所谓“他回去
了”，指的是孙伏园回故乡绍兴探亲，“待到
伏园回京，阿Ｑ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

从《阿Ｑ正传》的生产过程可以看出，
鲁迅对孙伏园的约稿能力颇为赞许。他的
阿 Q被孙伏园“笑嘻嘻”地捕去之后，另外
许多文化名人的“随感录”们也源源不断地
做了“笑嘻嘻”的俘虏。原来的《晨报》第七
版有“小杂感”、“文艺谈”、“浪漫谈”等栏
目，均为登载“随感录”而开设。该特色在

《晨报副镌》上得以保留并发扬，数百篇“随
感录”被孙伏园“笑嘻嘻”地催促着相继问
世。这些文章多出自名门，而且都是白话
文，都采用新式标点符号。从立意到表达，
从内容到形式，《晨报副镌》新意盎然生机
勃发，通体洋溢着大开发大创造大建设的

“五四”精神。
在《晨报副镌》干满 3 年，孙伏园挥手

离去，随即接受《京报》主编邵飘萍之邀，于
1924年12月5日另创《京报副刊》。同在《晨
报副镌》时一样，他“笑嘻嘻”地招揽来一大
群风头正劲的文化人，很快把《京报副刊》
办成了以文学为主的综合性日刊。鲁迅的

《未有天才之前》《忽然想到》《咬文嚼字》
《并非闲话》等多篇文章，都初发于此刊。许
钦文、黎锦明、陈学昭、冯沅君、闻一多、朱
湘、余上沅、高长虹等人的小说、诗歌、剧
本、散文也齐集拢来，把一份《京报副刊》装
点得五彩缤纷枝繁叶茂。孙伏园还别出心
裁发起“青年爱读书十部”与“青年必读书
十部”征文活动，又配合实事推出“上海惨
剧”、“沪汉后援”、“救国”、“反抗英日强

权”、“北大学生军号”等等特刊、专刊，都使
《京报副刊》倍受读者青睐因而蒸蒸日上欣
欣向荣，随之有了“日增 2000 订户”之说。
在出过第 477 期之后，《京报副刊》激流勇
退，于1926年4月24日终刊。

走出《京报副刊》，孙伏园不久即南下
去了武汉，于1927年3月22日创办了由国
民党中央日报社发行的《中央副刊》。创刊
号上，孙伏园作《〈中央副刊〉的使命》，进一
步阐述了他在《京报副刊》创刊号上发表的
关于《理想中的日报附张》的主张。将二者
予以综合，便是他自成系统的副刊编辑理
念：第一，副刊的内容是庞杂的，宗教、哲
学、科学、文学、美术等，“兼收并蓄”；第二，
副刊的功能是“供给人以娱乐”，所以应将
文学艺术类作品作为最主要部分。第三，副
刊负有对社会、对学术、对思想、对文学艺
术……的批评责任。要“用学术的眼光，有
趣味的文笔”，“对于眼前（包括时间的与地
域的）发生的事情，记载与批评”。至于表现
形式嘛，可以是“不成形的小说，伸长了的短
诗，不能演的短剧，描写风景人情的游记，和
饶有文艺趣味的散文”等等，只要“所含思想
认为有登载之可能”的，都不妨一用。这些意
见，应该说是孙伏园编辑副刊的工作总结，
也是他对副刊编辑工作的理论性贡献。

《晨报副镌》等等的成功，让副刊摆脱
了“报屁股”的尴尬，脱离了“附张”的窘困，
成为了真正的副刊，同时提升了副刊的品
位，改善了副刊的社会评价，稳固了副刊的
根基，最终使副刊成为衡量报纸格调与读
者层次的一种标识，引领和推动着报纸副
刊队伍蓬勃发展，为培养青年作者繁荣文
学创作特别是对于倡导“随感录”即杂文、
随笔的写作并使之蔚然成风，发挥了无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有感于上述种种，萧乾曾
在《我与大公报》中颇为恳切地写道：“我刚
进报馆时，对于编报屁股确实有过自卑感。
逐渐地，我感到这真正是中国报纸的一个
特色了。从民初，特别是‘五四’以来，文艺副
刊对许多作家来说都起过摇篮作用。同时，
不少作家也编过报纸副刊并使之成为发表
作品的重要园地。”

综上所述，自 1921 年至 1927 年几年
中，孙伏园把大部分精力投放在了报纸副
刊建设上。当此之际，也正是文学研究会
蓬勃向上之时：改造 《小说月报》，创办

《文学旬刊》，出版文学丛书，高举旗帜广
纳新人集结队伍，把一份事业搞得热气蒸
腾。而孙伏园却自处边缘独辟蹊径，把报
纸副刊也同样搞成了一份热气蒸腾的事
业。笔者浅陋，私下认为对于后期以办刊
与出书为存在表征的文学研究会来说，孙
伏园的努力与成果，正是一份与“刊”与

“书”有着同样力度的对文学研究会之活
力的重要证明，其成就也完全有理由载入
文学研究会的功劳簿。从这个观点出发，
如果说《文学研究会丛书》等是文学研究
会之“主力军”的话，孙伏园及其报纸副
刊就是一支横空出世的“别动队”。其成
就之辉煌，无论如何都是现代文学史上颇
为出彩的一笔。

文学研究会的“别动队”
——孙伏园与报纸副刊 □张 丹


